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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从道路选择、阶级担当、社
会意识觉醒、民心向背等方面分析，社会主义是中国必然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人改变初衷
很快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以及对国内出现的新的贫富分化的判断，

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迫切愿望，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动力。社
会主义改造，是时代的抉择。经历近 30年正反两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具有极强纠偏能力的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

人民拥护这一务实和理性的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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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人民的睿智选择

李 占 才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然有

其自身发展轨迹的演化趋势和中国人主动的选

择。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怎么理解这个命题？本文
尝试用多维视角解读这一论断。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亡国灭种

的阴影浓重地笼罩在国人心头，本国封建主义和

外国侵略势力的压迫，桎梏了国家发展和人民生

存的生机，中国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就是争取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哪条
道路能够解决近代中国的两大课题，中国人民终

归会选择哪条道路。哪个阶级能够担当起中华民
族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解决这两

大课题，哪个阶级就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功勋，就

会受到人民的景仰和拥护。近代中国的社会意识
不断觉醒，一批又一批的有识者有志者探索救国

济民之道，学习吸收强国的文明、经验，实验、创制
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路径，失败，重起；又失败，
再奋起……选择、扬弃，最终选择了与中华文明有
诸多契合又被国人认准可以使中国摆脱苦难使人

民获得幸福安康的社会主义。
1.道路选择

近代中国，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大发展

但同时“资本主义”的毛病或曰弊端日益彰显、社
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的时代，摆

在中国人面前的有多种道路可供选择。
继续维系封建专制政体，维持和发展耕织紧

密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状态？那是中国沉重的历史积淀，更是中国封建

统治者为追求长治久安而梦寐以求的“王道乐
土”。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缓慢
成长，自然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加之清代康熙雍正

后人口的增加，人们生活、生存日益艰难，旧式法
统、道统、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王
道乐土。尤其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和
迅速发展，大大推动了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

变得越来越小，中国再关起门来自以为居天地之

中地保持自己的“王道乐土”越来越不可能了。虽
然中国古代文明曾经领先于世，但当中华封建文

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挑战时，立刻显现出己

短彼长之势，抱残守缺，毕竟为大势所不容。不仅
仅清王朝想维护大清一统江山和封建统治已经根

本不可能了，向清王朝发起强有力挑战和严重冲

击的太平天国，也没有办法建立封建统治，就连袁

世凯，想复辟帝制，也成为一枕黄粱美梦，必定要

破产。
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变法图存，实

现君主立宪制可行吗？纵观世界最终实现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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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的改良运动，包括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我们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是在新的资本主义

经济崛起的同时，拥有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的

强有力支持，甚至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动、推动的。
而且，他们的封建统治者，已经主动地或者被迫地

认识到封建旧制度已经“过时”，继续维持原封不
动的封建制度不能够再给他们带来长治久安的

“好运”，也不能够为他们的国家和国民带来福音，
有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文明思想，所以推动变法

改良是真诚的。在我们中国呢？缺乏这种条件。明
清以降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有所发展，但由于封

建经济结构的超级稳定性，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博

大宽厚，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有长成参天大树。这
就使得我们中国在遇到异族入侵前没有长进资本

主义，与世界同步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新时代。当英
国殖民主义者利用坚船利炮敲打我们的国门的时

候，我们以封建文明、封建文明制造的生产力，抗
衡资本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制造的生产力，

优劣立刻现形。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资本主义列强
挺进古老中国“大市场”，中国自生的最进步的也
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资本主义萌

芽，面对侵入来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纷纷土崩
瓦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夭折”了。随着中国大门
的被打开，列强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掠夺

了巨大利益，机器工业制造的洋货逐步进入中国

市场，在财富外溢的同时，客观上也刺激中国兴起

新式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方国家发生战争时，中国

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会获得发展的大好机遇。但
是，这些并非本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由优胜
劣汰激烈竞争历程的资本主义，大多是经由外商

嫁接或直接借鉴外商“经验”新兴起的，根基不牢，
资本主义文明底气不足，资金、技术、管理薄弱。加
之大多数又没有“孤注一掷”，而是脚踩两只船，既
试图在新式工商业中谋利，又不完全放弃封建的

旧式剥削，甚至是以买办为主的完全新兴的从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者，赚了钱以后又会兼营封建

剥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新兴起的民族资本主
义，始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尤其是染指中国市场

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挤压，使之发展受到极大阻碍。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

的软弱性，使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革命，都
缺乏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这也是变法维新流产
的最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革命者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

制，创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这是最有希望解决
近代中国两大课题的道路。为此，资产阶级革命先
驱孙中山一生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孙中山领
导资产阶级革命屡起屡败，屡败屡起，虽然最终推

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完

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分立的
民主共和，成为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北洋军
阀袁世凯氏的中华民国，又有多少民主共和气息？

他已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可以连选连任、既可
传贤又可传嗣的大总统了，竟还不满足，公然复辟

帝制。袁氏卒后，北洋民国，实际上进入封建性浓
厚的军阀割据状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形式上实
行五院制，还推进“改订新约运动”，但实质上持续
实行“训政”，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政令唯蒋介
石是从的个人独裁政体，根本没有触动农村封建

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外也仅仅试图从帝国主义列

强手中多祈得一杯羹，根本就没有做彻底推翻帝

国主义压迫的努力。暂时的统一，一些新人粉墨登
场，取消厘金、统一币制，鼓励实业，等等举措，虽
然也收到一些成效，使中国有了一点点新的景象，

但距离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还相差十
万八千里。问题的症结是新掌权的军阀政客，所代
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实行多

党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不可能消除

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民，不可能真正反对帝国主

义掘断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并赖以发财牟利的

渠道。这不是概念式判断，只要稍微对他们执政后
的所作所为加以解析，就能够得出的结论。当然，
蒋介石氏的“我照顾你的好处、你别逼我太甚”式
的想与列强和平共治的梦想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全

面入侵打得粉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仍然顽固地
坚持一党专制，蒋介石试图继续维持自己的个人

独裁。“制宪国大”“行宪国大”，也是粉饰民主的成
分大于实践民主的成分。至于当时民主党派为主
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在国民党掌管国家命脉、
国民党发起对拥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共产党的进攻

内战全面升级的情况下，赤手空拳、浮萍一般的没
有地盘没有军队的中间势力，不可能有太大作为。
当国民党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第三条道

路的梦想彻底破灭。资产阶级共和制之所以没有
真正实现，主因还是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问题，这

与前述相同。
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中国人一开始就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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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前述几种道路，维持封建统治是完全不可能
救国济民的，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抛弃之。维新变
法、革命共和，是有可能有希望救亡图存、发展中
国，解放人民、富裕人民的。但都没有走通，这是已
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再“加工
制作”的。可以大胆地设想，假若这两条道路不管
哪一条道路走通了的话，使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的

道路，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肯定会晚

若干年，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发生。正因为它们都没
有走通，中国的危机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日益加

深。恰在此时，邻国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主
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传播开来。苏俄革命后的新景象，苏联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办大事的经济体制使之经济崛起，给中国

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使中国人无限向往。社会主义
的共富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阶层的大同思

想、均贫富思想、患不均思想那么“亲近”，社会主
义思潮，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那是挡不住的

“诱惑！”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是时势使然，是时代
的产物，是历史演进的归趋。

2.阶级担当
近代中国，不同阶级都曾经在一定时期一定

空间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阶级力量，试图按照其

阶级意识改造中国。但其阶级局限性和力量有限
性，使之努力付之东流，最终无产阶级登上舞台，

开创出新的天地和光明前景。
封建统治阶级，其阶级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

这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后最因陈守旧、腐朽反动
的阶级，抱住封建主义僵尸不放，缺乏远见和革新

意识，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其
最高统治者清王朝，是满族统治者，少数民族入主

中华朝廷，始终缺乏融合中华大民族的卓识和秦

始皇般理所当然威临四方的底气，总是或多或少

地以防范大汉民族的“反叛”为首要任务，制约了
其世界大视野。尤其是掌控朝廷实权近半个世纪
之久的慈禧太后，正处在中国需要变革的大时代，

她玩弄权术的小计俩有余，驾驭大国顺应历史潮

流、把握时代脉搏的眼光和能力严重不足，把许多
精力放在内耗上，这就更不可能领导这样一个多

民族大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了。而统治阶级
内部，虽然光绪集团曾经有对慈禧取而代之的企

图，但仅仅是昙花一现，主要原因在于最高封建统

治营垒中，确实还没有形成足以替代慈禧太后的

政治势力。那么，在缺乏像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政

治势力集团和卓越领导人的大清王朝为统领的封

建统治阶级变法维新自救，便不可能。
农民阶级，受压迫深重，维持生计日益艰辛，

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中国农民是小生产汪洋
大海中的一粒粒细沙，缺乏团结奋斗的粘合力，他

们不代表新生产力，提不出完全超越封建主义生

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在没有崭新思想武器武装的

情况下，他们在受到生存危机或者亡国灭种危机

的刺激下，会铤而走险，走上造反道路，形成滚滚

洪流，甚至埋葬旧王朝或者给“非我族类”者以沉
重打击。但是，他们不可能提出解决近代中国两大
课题的科学理论，绘制出符合世界文明发展潮流

的蓝图，从而建构超越封建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
太平天国运动，把中国旧式农民战争发展到顶峰，

但最终还是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一部颇具新

文明曙光的出自长期生活在香港对资本主义文明

耳濡目染多有熏陶的洪仁 之手的《资政新篇》，
不仅被洪秀全抹去最具资本主义文明的亮点，还

被洪秀全以及他的朝廷束之高阁，压根就没有打

算实行。至于义和团运动，除了反对外来压迫剥削
的义愤和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可圈可

点外，就没有太多可以彰显的东西了。盲目排外，
以愚昧死硬抗击文明，缺乏接纳新式文明的坦荡

胸襟，抱残守缺，其结局会使中国陷入更加愚昧落

后的泥潭。
资产阶级，这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之一，新式生

产方式的主导方，代表中国前进的方向。但是，近
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得不彻底，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得很不充分，资产阶级自身力量非常薄弱。尤其
是新生民族资本主义的特殊历程，使他们在帝国

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艰难生存发展具有反帝反

封建的一面，又因为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而对二者具有妥协性，很难聚起彻

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

领。他们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文
明的愿望，但自身力量薄弱，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

影响与更广大劳苦大众又有隔阂，加之对工人的

剥削压迫，与无产阶级还有矛盾；对农民的“贱买
贵卖”“中间盘剥”等，以及农民心目中“十商九奸”
传统文化影响，与农民也有天然矛盾。这样，他们
想改变现实，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改良甚或革命

主张，找不到可以依赖的或者利用的力量。改良派
转身依靠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所谓开明君主，

而恰恰这位君主没有实权，结局可想而知。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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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少数精英、依靠会党，都没有成功。最终找到
新军，推翻封建王朝，但新军自身的严重封建性，

终难担当除旧布新播撒资本主义新文明的重任。
失败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虽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得不充分，工人阶级的总人数在中国总人口中的

比例很低，但他们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而且，由于
中国近代的特殊性，他们的资格比资产阶级还老，

在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产生前他们就在外商洋行、
企业中产生了。而且，他们相对集中在几个主要沿
海城市，容易形成并显示相对集中的力量；他们受

压迫受剥削最深重，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愿；

他们受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最少，容易接

受无产阶级最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尤其是他们与最广大的农民阶级有天然联系，容

易找到广泛的同盟军，以形成革命的洪流和巨大

力量。适逢邻国苏俄革命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迅
猛传入中国，尤其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古老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

受苏俄革命影响，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身体力
行地到劳苦大众中去，到工人生活工作的地方去，

了解他们的疾苦，向他们传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启
发他们的觉悟，鼓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彰显本阶

级的力量，反对残酷的压迫剥削，争取保障自身利

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
产党。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完全
从自在阶级发展成自为阶级，勇敢地承担起救亡

图存、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强盛、人民富
裕、创造一个崭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完成近代中国两

大课题，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向独立自主

的文明时代，中国的各个阶级都或多或少地有所

希冀、思考，提出过一些主张，还付诸过一些行动，
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后来居上的无产阶级，在其崭
新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了最广
泛的同盟军，担当起救国救民重任，并经过艰苦卓

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取得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面貌真正地焕然一新。
3.社会意识的觉醒
如果我们把引领国人思想和行动的观点、主

张等思潮，看做社会意识的话，可以发现，近代中

国，社会意识最为活跃，其中有一条主线，一直是

积极向前向上发展的，向中国封建文明之外的西

方文明寻求救国富民真理，并试图对西方文明有

所超越，汲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一劳永逸地探索出

一条振兴中华的崭新路径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得以在古老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漫长的封建时代曾经领

先于世一千多年，创造出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

辉煌，多次出现过开平盛世。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
华文化，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文明

升华甚至文明再造般的影响。这样一来，中国人尤
其是士大夫阶层，“老子天下第一”思想积淀深厚，
总认为自己的国家居天下之中，自己的国家是天

朝大国，本族文明是世界最优秀文明。这种民族性
和社会意识心态，容易夜郎自大，抱残守缺，确实

使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人产生这种自恋症般的负

面效应；但是，这种国民性和大国心态、优秀族类
心态，又往往会产生已当凌绝顶、众山自然小的居
高临下社会意识心态，胸怀若谷，不担心外来文明

会灭我华夏，异族另类有用的东西，一概拿来为我

所用，不怕它们会动摇自己的根基、根本。同时，一
旦意识到本民族真的受到威胁，面临生存危机，反

倒更能激起拯救自己国家、民族、文明的使命感、
责任感，救国兴族，匹夫有责；振兴中华，舍我其

谁！为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总会前仆后继，总要

试图振兴、崛起、赶超，重新站到世界前列。这种奋
争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就是中华文明绵

延数千年终不断的精神支撑，就是近代中国社会

意识不断觉醒的文化基础。
近代中国，饱受外来侵略势力欺凌，民族危机

日益深重。救亡图强，振兴中华，成为时代最强音。
当然，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死守中国法统道统，泥

古不化，坚决反对“以夷灭夏”（反对学习西方文
明），主张“以夏灭夷”。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忧患意
识觉醒，得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奋起学习效法

西方先进文明，自强、振兴，以改变落后挨打境况。
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意识的觉醒向着光明灿烂

的方向发展。近代中国思想意识演化轨迹表明，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当鸦片输入成为危机国家、民族、人民生存的

最大毒瘤时，朝野上下呼吁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很少有人估计与英国等鸦片走私者的矛盾、冲
突背后隐藏的中西文明、利益冲突，估计到禁烟会
引发与殖民主义者的较量。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
派占据上风，朝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

烟，一时间禁烟派弹冠相庆。在为林则徐送行的聚
会上，林则徐意气奋发写下诗篇，表达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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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扰乱，就像清初西北少数民族叛乱，大皇帝不

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少数人兴风作浪，蠢蠢欲

动，大皇帝恩威一到，四海皆平矣。林则徐表示，自
己赴广东禁烟，带着圣上皇帝的恩威，何愁禁烟问

题不会迎刃而解。这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
很有见识的精英，对外面世界了解得非常少，对中

西差距更是知之甚微。但是，当林则徐到了广东，
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意识到了西方器之

所长，成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魏
源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振聋发聩的口号，对

后来中国甚至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
鸦片战争爆发，朝廷中有人嫁祸于林则徐禁

烟之举，林则徐受贬，但林则徐师夷长技思想在一

些士大夫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埋下效法异族之长

以振兴中华的思想种子。有种子就要发芽，当内忧
外患日甚一日，世人越发感觉到生存危机时，林则

徐、魏源的思想受到推崇。洋务运动兴，“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口号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们
撇开其动机（出发点）和非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不加

过多评价，就其所表达的含义来说，分明是表示要

向西方学习，将西学之长拿来为我所用。从思想影
响角度看，是对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更有甚者，虽然中体西用思想的倡导者们
目的是学习西方之技以维中学之道，但阻滞思想

活跃的“堰塞湖”一旦疏通，思想的涓涓细流必然
会极其活泼地流淌，以致形成汹涌洪流。洋务运动
中培育的新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接触了

更多西方文明，发现西学何止仅仅是“用”优于我，
“体”更优于我，为什么不学习效法其“体”呢？维新
变法思想应运而生，而且有了较快传播。在这里，
不能不提到严复，他的一部《天演论》，影响了几代
人。以中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所产
生的震撼是空前的。竞争、争先、不甘落伍，光复华
夏、振兴中华，使我族类重新挤进世界前列思潮，
激励着无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奋勇当

先，奋发图强。
维新思潮传播过程中，激进者就萌生了革命

思想。但在温良恭俭让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知
识分子，总还是希望不走激进的革命（造反）道路，

总认为变法图强最具建设性，最少破坏性。然而，
变法维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成为

时代思潮的主旋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轫比西
方晚了 200多年，西方强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

立，工业革命也已经完成，生产力获得空前大发

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也已经暴露无余，
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资本控制一切，巨大财富控

制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劳动者沦为无产阶级，贫困

状态每况愈下。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社会矛盾、社
会危机的尖锐化， 社会主义思潮随之兴起。已经
张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这一世

界大势。同盟会成立后，在日本宣传资产阶级革命
思想，遇到第一大学问家梁启超的质疑，梁氏说，

中国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革命使中国向着贫富

不均的方向发展，必将带来更大混乱。中国知识分
子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即学习他人的长处，绝不学

习他人的短处，汲取他人之长，规避他人之短，提

倡扬长避短，反对东施效颦，这是超越他人的最好

办法。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
富两极分化的弊端，提出在中国搞革命，一定要后

来居上，对民主政治革命和均贫富的社会革命，毕

其功于一役。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倡导资
产阶级革命，却明确提出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

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张。
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有大同思想，小康

思想；农民有均贫富、等贵贱愿望。不患寡而患不
均，这是最容易接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思潮的

思想基础。孙中山就明确表示：中国应该采用先进
的欧洲生产方式，但要以欧洲为前车之鉴，避免其

弊端，即防止“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要吸收
欧洲文明的精华，但又“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
品”。这就是要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
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

家剥削的痛苦”。他说：“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
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

的了。那时……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制
度之中了。”[1] (p.273)

当然，孙中山式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主义，但在共同富裕这一点上二者有相

通之处。如果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
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共和

制，也不会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民生政策，但肯定改

良民生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问题在于残酷的现
实没有给孙中山提供这样的实践舞台。而恰恰在
此时，邻国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大批知识
分子包括追随孙中山的激进知识分子，开始把视

线转向苏俄。按当时的话说，俄国革命发轫晚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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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什么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而俄国革命悄然成

功了？俄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有
了更能够广泛发动民众的社会主义政策。对于仍
然一如既往地追求革命的知识青年来说，这是挡

不住的诱惑。就连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戴季陶、
沈玄庐等）也开始鼓吹劳工运动，宣传马克思主

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未必都转化为马克
思主义者，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推波助澜，为马克

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起到助力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近代中国思想发

展演化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苏俄的榜样作用，不
能低估。尤其是苏俄集中国力推进现代化的做法，
使俄国这样一个欧洲的三流国家，挤进欧洲强国

甚至是世界强国行列，这给中国知识分子无限遐

想，认为落后国家尤其是落后大国要想奋起直追

赶上强国，必须集中国力办大事，有计划地进行大

规模经济建设。所以，抗战中后期以致解放战争时
期，民主党派人士，虽然主张政治上学习英美，但

主张经济上学习苏联的大有人在。
4.民心背向
近代中国，无论是反抗外来侵略，还是太平天

国农民战争（包括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以至五
四爱国运动，民众表现出极大热情。人民大众不甘
于忍受剥削压迫，对于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现状、
尤其是改善自己每况愈下的贫困生活处境，有强

烈愿望，并适时表现出极大热情。
哪个阶级、哪个政党看到民众的愿望，顺应民

众要求，尤其是关注广大劳苦大众的疾苦，努力解

决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

“人民大众”也就能够成为该阶级、政党彰显威力
的巨大力量源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最后决定中国命运即发

展前途的政治势力表面上看是国民党、共产党和
中间党派，实际上是各自掌握有军队、控制有地区
的国共两党。表面上看国民党掌握的军队、控制的
地区、可利用的资财，都远远超过共产党，胜利的
天平最终却倒向了共产党。究其最根本原因，还是
民心背向问题。
国民党，有过光荣传统，曾经受到民众的拥

护，比如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

初期。但是，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吏治腐败现象每
况愈下，以至抗战胜利后腐败加速，达到不可遏制

的地步。机制性体制性整体性腐败，使国民党丧尽
民心。沦陷区人民“想中央、盼中央”，但国民党中

央对沦陷区的“劫收”使沦陷区人民深感“中央来
了更遭殃”。国民党发动内战，全力进攻共产党，但
其后方却四处冒火、八面生烟。民众反内战，反迫
害，反饥饿，第二条战线把国民党烧得焦头烂额。
当大势已去，国民党败逃台湾，卷走大陆能够卷走

的一切财富。还尽力裹挟走富有的资本家及其财
富。但是，就有资本家不愿意跟着他们走，比如著
名实业家荣德生，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没有与共

产党打过交道，但他坚持不离开大陆，坚持荣家产

业不搬动。他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不信共产
党会比国民党还坏！是国民党的“坏”伤透了他的
心，使他对国民党不再抱任何希望，选择不再跟国

民党走。像荣德生这样深感国民党太“坏”的人太
多太多，以致形成埋葬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在

已经有了共产党这一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失去了民心的国民党其统治怎么可能不垮台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得到人民群众

的衷心拥护。解放区人民出人、出粮、出钱，竭尽全
力支持人民解放军。参军、支前，蔚然成风。东北解
放区民众，支前随四野一直走到“天涯海角”。淮海
战役解放军动员兵力 60多万人，支前民工超过
100万人。胜利是人民群众用肩膀挑出来的，用小
车推出来的。而“国统区”民众，背离国民党的同
时，也心向共产党，盼望早日获得解放，早日见到

“明朗的天”。
民心背向，决定了历史的最终走向。人民抛弃
了已经腐败透顶的国民党，选择蒸蒸日上的共产

党。
近代中国，既然非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走通，社

会思潮发展趋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无产阶

级通过共产党才能够担当救亡图存、发展中国的
历史使命，而且人民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那么这就

决定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中国共产党接
受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

的基本原理，“中共二大宣言”就明确宣告她的奋
斗目标是“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
主义的社会”。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明确指出
中国民主革命“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
主义前途”。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丰
富完善了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指出中国革命

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

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
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民主
革命成功，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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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然后再发展到第二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在中国民
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以后，中国共产

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人

民的意愿，经过必要的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

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
历史发展轨迹表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新中国诞生，绝不是人造奶油式的偶发事件。
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造化使然。这一
大事件的发生，就决定了取得革命胜利果实、成为
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势必会将中国推向社会主

义道路上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新民主主义政

策，中国共产党设想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

家工业化，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建国、制订共同
纲领时，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

进“共同纲领”中去，但中共中央没有同意，认为：
“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
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

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今天

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
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

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2] (p.435)中共中央认为，

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准备。1951年
2月 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1952年 9
月 5日，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中还说：“要求资产
阶级接受社会主义”，“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
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至
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在现
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
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

过此限度”[3]（pp.44l～443）。
但是，9月以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开始改变共产党关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工

业化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贯主张，提出国家

工业化和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并举的新路

线、新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形成“党在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究其原因，确实有着客观的必然
性。

1.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
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工业化，使国家繁荣

富裕起来，是几代人的不懈追求，也是全国人民的

共同心愿。但是，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诞生
的，一穷二白，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人才

短缺。这就决定了新中国要想以较快的速度进行
工业化建设必须扩大世界性的交往，向世界先进

水平学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所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
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

的。”列宁也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
世界发展联系是不能存在下去的。”[4]（p.303）然而时
处冷战时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互相对立，新中国遭到西

方发达国家的敌视和孤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

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的禁运案，整个资

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新中国只能
选择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

助；那么来自苏联方面的援助，势必附有苏联方面

的意愿。
新中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但却声称是

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没有立即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而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要在新民主主
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

义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十分强调
“自力更生”，表示希望有外援，但并不依赖它。对
此，苏联方面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毛泽东是铁托式

的人物（1949年至 1950年间苏联和东欧国家曾发
动过一场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苏联方面曾明
确宣布：“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
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

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5]一些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

说中共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是调情政策”，中国革
命胜利后工人并没有上升为“当权的统治阶级”，
“新政府吸收全国居民中的一切阶层、其中也包括
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合作”，反应了共产党内“流行
着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国
共产党领导人也批评中共“给城市资产阶级的自
由过多”，“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受重视”，“城市和农
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严重危险，而且

中共领导并没有看到这种即将发生的危险，也不

与之进行斗争”。1951年来华访问的苏联科学院院
士巴·费·尤金，根据中共领导人同他谈话时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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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城市和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必须发

展农村生产力，因此必须支持那些带头致富的共

产党员的说法，认为中共内部有一种主要指望农

民即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6]（pp.l09～111）。
对于苏联方面的“误解”，中国方面通过派遣

使者等多种途径，不断地向苏联方面解释自己的

国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
上，十分谨慎地征询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意见，不

断修订自己的政策。
新中国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同苏联方面反复磋商。中国方面希望得到苏联
方面更多的援助，苏联方面则流露出愿意援助社

会主义的中国而非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意向。
1952年 8月 17日至 9月 22日，周恩来带着

一五计划草案访问苏联，向苏联方面解释中共的

设想，征求苏方对中国建设事业的意见。周恩来访
苏期间洞察到苏联方面愿意援助社会主义的中

国，不愿意更多的援助“非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倾
向，归国后于 9月 24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久，
毛泽东即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 10
年到 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 10年以后
才过渡到社会主义[7]（p.19）。很显然，这一新提法是对
过去主张的锐变，是表明“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
主义去”。10月 2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参
加苏共“十九大”。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访苏期间
致函斯大林，详细说明中共关于中国从现在起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构想，主要是实现国家工业

化的 10年到 15年内，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
大大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大大缩小，使

之不能独立经营，完全纳入国家计划之内，那么这

一部分私人工业就可以不费力地收归国有。同时，
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把个体农民组

织起来，实现农业经济集体化。对手工业也采取类
似的方法[8]（pp.239～243）。斯大林看了这封信后，接见了
中共代表团，对中共关于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

会主义的构想表示赞同。
在此前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媒体也不时

发文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国共

产党更讲“人道主义”，毛泽东是“温情主义者”，给
富人留有生机。这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共产党人，凡
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应该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应该反对。不能给敌对势力留有挑拨中共与
苏共关系的口实。这一判断和出发点，也对中共决
策的转变或多或少的有些刺激作用。

此后，中共终于在 1953年 6月的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式作出

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高决策。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宣布：“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的经
验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
经验”[9]。“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成为举国上下喊得
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10] (p.615)，并掀起全面学习苏联

的高潮。中共最终放弃建设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
义的主张，决定“沿着苏联所胜利地走过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荣道

路”[11]前进，确实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
2.国内“压力”和民众愿望
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

入侵的不断加深，已经落后了的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桎梏中国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社会经济，不但不能大发
展，而且日趋没落凋敝。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
后，采取了一些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国民

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未能摆脱帝

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未能排斥封建主

义生产关系在农业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而且官僚

资本有了很大发展，在一些经济领域达到垄断地

步，这就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到束缚和排挤，无

法发展起来，从而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

平。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迫使中国走上抗战
道路，正常的经济建设被迫中断。而且，日军的战
火摧残了中国经济运行机制，中国丢失了沿海富

庶地区，这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元气大伤，损失惨

重。抗战胜利之后，国民经济还未及恢复，国民党
蒋介石又发动了全面内战。抗战打了 8年，解放战
争打了 3年多，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破坏国
民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损失惨重。1949年大陆解
放，新中国成立，但战争创伤并非一个早上能够医

治好。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华渗透和侵

略，以至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是，帝国主义
对华经济扩张的目的是牟利，是掠夺，不是扶持中

国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外国资本主义
对华倾销商品，掠买原料，投资带有明显投机性。
即直接投资多，间接投资少；固定性生产项目投资

少，非生产项目或流动性生产项目投资多。当中国
政局动荡时，他们随时可将资本卷逃而去。外国在
华资本抗战期间尤其解放战争期间，大都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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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时，能运走的都运走了，仅上

海中央银行储存的黄金 50万盎司，就被蒋介石全
部运到了台湾[12]（p.7l）。来不及运走的又被肆意破
坏，留给大陆新生人民政权的是一个烂摊子。就连
本来就不发达的民族资本，也纷纷外逃。新中国的
基础，确确实实是“一穷二白”。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低

下，无数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人们盼望温饱，盼
望富裕日子。新中国成立，人民政权诞生，人民当
家做主，不愿意继续受贫受穷，渴盼尽快改变一穷

二白面貌，过上幸福生活。舆论导向社会主义无限
好，激发了人们奔向社会主义的热情。
安徽省淮北农村动员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时流

传着这样一些民谣：“社会主义无限好，白面馒头
羊皮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点
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等等。显而易见，这种宣
传口号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景象，仍然属于社会主

义低级阶段的水平，但对于世代忍受贫穷折磨渴

盼过上好日子的中国农民来说，已是“天堂”生活
了。社会主义天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正是亿
万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源泉之所在。

3.共产党人对情势的主观判断
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道

路。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只能在自
己的实践中摸索前进。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多种经
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既有计划调节又有市场调节的

商品经济，不同的经济成分间必然存在竞争，甚至

导致冲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
设的进程，这一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如何正确解决
这一矛盾，处理好不同经济成分间的竞争和冲突，

调解不同阶级间的利益，成了摆在党和国家面前

的严肃课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改革完成后，农业

经济中封建的生产关系被消灭，分得土地的农民

生产积极性提高，但广大翻身农民仍然是小生产

者，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无法保持“齐步走”的阵
势发展。由于土地、生产工具、农用牲畜的数量、质
量以及劳动力、生产方法的差异，消费也不尽相
同，贫富差距必然拉开。发家致富是农民祖祖辈辈
追求的目标，但土改之后并非每个农民都能发家

致富，农村中出现部分农民“中农化”趋势，甚至有
的农民跃入“富农”行列，却也有部分农民因天灾
人祸、不善经营等种种原因，破产贫困，不得不出
卖分到手不久的土地，再次沦为赤贫。这一现象引

起共产党人担忧。共产党为人民大众谋幸福，对部
分农民再度沦为赤贫绝不会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而且，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追求的是社会主义前

途，对农民发家致富的自发势力中潜藏的资本主

义倾向也十分担心。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在农村
根据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收到过良好效果，积累

了实践经验。面对农村自发倾向和贫富分化的新
形势，共产党人必然要把过去的经验挪用过来，开

展更高层次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1951年 4月，中共山西省委在《把老区互助组
提高一步》的报告中提出，为防止农民自发资本主
义倾向，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用以动摇、
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中共中央华北局对该报
告作了批复，指出这“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的”[8]（p.193）。刘少奇在
印发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党内有一部分人

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

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
主义思想”[8] （p.192）。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的意
见，明确表示赞同山西省委的意见[13]（p.6）。根据毛泽
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制订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个《农
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决议强调：对互助
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否认农业生产合作社是

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否认它带有社

会主义的因素，是右倾错误思想。指出：“片面地提
出‘发家致富’的口导，是错误的。”[14]（p.40）毛泽东的
这一认识和基本思想，遂为全党接受。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建立在小土地私有制基

础上的个体农业经济，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
毛泽东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
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
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15]（p.1477）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工

业只占 10％左右，大力发展工业，使中国由“农业
国进到工业国”，是共产党人的共识，是全国人民
的心愿。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党和国家采取一系
列措施，大力发展国营工业，同时凡认为有碍于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因素，都大力排斥或改革；凡认为

有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因素，都大力提倡和发

展。
建国之初，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允许私人资本

主义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采

取利用、限制的政策。私人资本主义以营利为目
的，在发展过程中与国营经济发生了矛盾，限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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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限制的冲突日益尖锐。1951年底开展的“三反”、
“五反”运动，揭露出私营工商业中存在的行贿、偷
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
情报等五毒现象，增加了广大民众对资产阶级“为
富不仁”“丑恶性”的憎恶，共产党人对私人资本主
义和资产阶级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毛泽东在

1952年 6月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
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

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

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0]（p.458）毛泽东向来就主
张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既然工人阶级与民

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社会主要矛盾，那么必然

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主要矛盾。
1953年春，中共中央为了确切了解私人工商
业情况，派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工作组到上海、武
汉、南京等地调查。5月，李维汉向中共中央提交了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
告》，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
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已仅

次于国营经济而居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提出：经
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不同程度地改

变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逐步使私营企业过

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份报告，6月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同意
了这一报告。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较为完整
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他还批评了“确立新民
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和“确保私有财产”等所谓“离开总路线”的“右倾
思想”，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
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
在继续着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
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他还说，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一是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敌对阶级，

二是要看到这个阶级是可以改造的。在共产党掌
握着人民民主政权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这一敌对

阶级是可以用文明方法加以改造的[16]（pp.113～114）。这
一基本思路，成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的思想依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和

由此提出的基本主张，直接导致以农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主义改造付诸实践。
当然，共产党人的这些认识和主张，并非完全准确

和科学，但这是共产党人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

平和理论高度，并为大多数人民接受，那么社会主

义改造理所当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
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一哄而上，抢先思潮泛

滥，出现过急、过快、过于整齐划一，工作太粗等弊
病，造成严重的后遗症。用现代人的“眼光”进行
“历史反思”的话，如果能够晚些年头———最好国
家工业化实现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好得

多。但历史是“当事人”创造的，由不得我们后人去
“重塑”。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既有客观原
因，又有主观因素，主观因素也受客观现实的影响

和制约，因此说它是时代的抉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对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对苏联模式

中最突出的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排斥市
场机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和经济运行管理体
制，进行了反思，突破一些框框和教条，提出一些

颇具新意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和设

想。遗憾的是共产党人没有继续深入探索下去，反
倒把初步探索的积极成果给丢弃了。究其原因，主
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以高度发达
的生产力为条件的观点及中国生产力落后基本国

情的实质，理解不深刻，把握不准确。使探索缺乏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雄厚的现实依据。
经历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经历文化大革

命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反而更加大了，没有充

分显示出社会主义优越性来。严重的现实面前，中
国人开始思考，是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错了？还是选

择的社会主义没有建设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认真思考，到底什么

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初，

1980年 4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提出，对社会主义
的认识也要解放思想，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
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
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特别强调要发展生
产力，强调“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并首次
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
人民收入，作为判断社会主义政策是否正确的“压
倒一切的标准”；强调“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
相信”[17]（pp.312～314）。1985年 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
工作会议上即席讲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
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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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8]（pp.110～111）

1986年 3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坚持走
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

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
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
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
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18]（p.155）8月，邓小
平视察天津时发表谈话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
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
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8]（p.166）1986
年 9月，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明确
提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
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
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
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
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
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

富裕。”[18]（pp.171～172）1990年 12月，邓小平同中央负
责同志谈话时意味深长地指出：“共同富裕，我们
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

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穷，不是
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
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
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

展，就可能出乱子。”[18]（p.364）1992年春，邓小平在著
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说：“走社会主义道
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
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

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

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
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

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
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

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
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
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

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
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

决这个问题。”[18]（pp.373～374）

我们必须强调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

纠错能力，二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拥护的深

度和厚度。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犯过许多
错误，每次错误都是依靠党自身的健康力量纠正

的。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中国共
产党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引发人民
的反抗，遭到人民的唾弃，反而更加赢得人民的拥

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思考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大问题，讲了许多朴实的新话，为中国人民

所接受。中国人民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绝不能动摇；但绝不能按照旧模式建

设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闯出一条符

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有了广泛的
群众基础，有了上上下下最广泛的思想认识上的

共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实践不断

深入，对实践的认识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便水到渠成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尊重历史事实，洞悉历史当事人的意愿，我们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

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睿智选择。

【作者简介】李占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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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in's Stand about the Four Northern Island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viet- Japanese Normalization Negotiations

Compare with U.S.
Abstract: As facing the restoration of Sino- Soviet relations, Britain basically adopted an attitude of

non- intervention. It is because Britain neither tries to become a target of Japanese growing
nationalism nor to offence the Soviet Union which may endanger Britain's national security. Of
course, the latter consideration is much more important. As Japan ask Britain,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two question at twice- - the first time,which country did Kurile islands and south of
Sakhalin island belong to?the second time,whether the term of "Kurile islands" used in Yalta
Declaration and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clude Kunashiri and Etorofu or not- - , Britain
adopted unfavorable approach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s such reaction
aimed to maintain the territories status quo of the Far East and deny Japan's challenge to wartime
obligation of Britain and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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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I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Necessity
with People's Wisdom Choice

Abstract: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people liberate,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of the country, the wealth
of people, are the modern China's subject in the period. Analyze from the path choice, the social class
take on, awaken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 aspects of people and so on, socialism is the Chinese in-
evitable choice.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the Communist changes the o-
riginal intention very quickly tomake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s mainly as a result of the interna-
tion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and the pressure, and the newdifferent of domestic rich and poor judg-
ment, the general populace intense change of demand poor backwardness, realizes the national in-
dustrialization urgent desire, is China moves toward socialist road's power.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
tion is the choice of time. Experiences the passing 30 years’experience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pro and c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has greatly ability of correct error, had the new
leap to socialism's understanding, even more has strengthened the socialism direction, after chos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upported this practical and the rational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History Necessity, People's Choice

[Z].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1.

[15]毛泽东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庞松，王东.滑轨与嬗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17]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8]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专 稿

（上接第 59页）

14


